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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墨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张登本* 陈震霖

摘 要 先秦墨家在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丧、非乐等主张中的“民本”思想，认识论

中的“三表法”，做事必须有“规矩准绳”（标准和法度），以及创新思维模式“五行毋常胜”等，对《黄帝

内经》的理论建构均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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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姓墨名翟（约公元前 479 年—公元前 381
年），乃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创立

墨家学说，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家学说在当时影响

很大，故《孟子·滕文公》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之论，由此可知春秋之时，

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墨子最初受业于儒

家（《淮南子·要略》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记载），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压抑人性的统治

思想，以及对儒家强调繁文缛节和奢靡风气的质疑，

故其“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

精神，遂创立了新的学术门派。墨家学说的主要思想

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不义的侵

略战争（非攻），崇尚节约、反对奢靡（节用、节丧、非

乐），主张创新（“五行毋常胜”），强调做事要有法度、

标准（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还在认识论方面提出

“三表法”的认知方法。这些观点对《黄帝内经》建构

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 先秦墨家“三表法”对《黄帝内经》
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墨经·非命上》曰：“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

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表”，即标准、标志；

“本”，即事情的本质、内在根据，认为考察事件的发生

要追究其内在根据、内在变化规律；“原”，即缘由，认

为考察事件的发生要探究其起因和缘由（即详察实

情）；“用”，即应用、实用，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落实到

实际应用之中，通过实践应用对理论进行检验。这就

是墨子所倡导的“三表法”。历代研究墨子之诸家对

此有见仁见智之解，此处权以笔者拙见为解。

《黄帝内经》在构建其医学理论观点时，应用自己

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诠释了这一认知方法。比如，虽

然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源是先秦阴阳家所创立的阴阳、

五行学说，精气理论与道家的“道气论”一脉相承，辨

证论治本原于法家思想等，但其中所论的诊法、病证、

治疗，甚至五运六气理论的建立，均是墨子“详察实

情”认识原则的体现。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古人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对天地万物、生命现象、气象物候

以及临床实践等实情详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

就临床医学知识而言，如果患者“数食甘美而多

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

为消渴”，症见“口甘”（《素问·奇病论》），久则“足生大

丁”（《素问·生气通天论》）。此处总结出消渴病（糖尿

病）发生与患者长期高热量饮食有关（即所谓“原”，缘

由），从而出现“内热”“中满”“气上溢”（即所谓“本”，

消渴病发生的基本病机），其主症为消瘦（即“消”）、口

渴多饮（即“渴”）、口甜而黏，后期多合并皮肉感染化

脓的伴发症。书中还并确立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素问·奇病论》）的治疗方法（即所谓“用”，通过兰草

汤的治疗，消除体内瘀阻的邪气而病愈）。这是《黄帝

内经》作者在长期临床“实情”观察基础上总结提出的

理论观点，也是这些理论时至今日仍然行之有效的原

因所在。

再如《黄帝内经》对外感热病的研究，也体现着墨

家“三表法”的思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

论，则是探求外感热病发生的缘由（即所谓“原”，事件

发生的缘起或者原因）；而辨析热病六经传变过程，无

论是六经顺传，还是六经表里经“两感于寒”之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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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墨家“三表”认识方法中的求“本”（探求事件内

在规律，此处指外感热病六经证候的演变过程）；而

“三表法”中的“有用之者”，就是要讲究应用、实用，

《黄帝内经》据此则将相关病证的所有研究，着重落实

在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上。此处就须将对外感热病的

发病原因、六经证候演变机理、演变过程的研究落实

于临床应用，故而有“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

日者，可泄而已”，以及“暑当与汗皆出，勿止”（《素问·

热论》）等关于外感热病之类疾病临床具体治疗的

论述。

2 先秦墨家“民本”思想对《黄帝内
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华传

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优秀基因。由于先秦墨家一众多

来自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因而对于民众基本诉求和

疾苦的感触最为直接、最为深刻。《墨子》现存的54章

文字，处处浸润着体恤民情的“民本”思想。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天下（之

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这是

站在“民本”的立场上，认为天下之人应犹如爱自己一

样去爱戴别人，充分表达其对社会公正、人人平等美

好愿望的追求。

“非攻”，即反对战争，是“兼相爱，交相利”（《墨

子·兼爱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墨子反对破坏

生产，保全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价值主张。在墨子看

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战

争则“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如这种

战争在春天进行就会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

行就会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因此，这反映了民众

对生命财产安全的愿望和对民命的体惜。

“尚贤”的政治主张中，墨子站在社会下层民众的

立场，反对世袭制度，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必须靠才

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因此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

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墨子认为，做官的不能永久高贵，民众不能永久卑贱，

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应该被推举当官，而没有才能的昏

庸官吏就应该降级或罢免，因此即使是农民与工匠，

只要有才能，也可以唯才是举，担任一定的官职。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认为不仅一般官

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主

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

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

尚同中》）之论，表达了贤人治国的要求，体现了对民智

的重视。

“节用”“节葬”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之一。

“节用”主张崇尚节俭，认为这样才能保障民生的基本

生活需求，并对“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的

“寡人之道”进行抨击（《墨子·节用上》）；还认为在强

调“节用”的同时，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

才可能不断地增长。“厚葬”是要把财富多埋在坟墓

里，会造成物质浪费，而“久丧”则影响劳动生产，故应

“节葬”（《墨子·节丧下》）。墨家还认为沉溺于音乐声

色的享乐，既会耽误民众的农耕生产，还会大量消耗

民生的财力。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强调“非乐”的政

治主张，认为如此才能确保民力用于农耕劳动，就会

避免“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样的

“民之巨患”发生（《墨子·非乐上》）[1-2]。

墨家上述“民本”主张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

医学理论的建构。因为有病求医是民生最基本的诉

求之一，故而全书篇首开章就高扬“民本”的治医立

场，畅言“余子（子，动词。当作儿子一般爱护）万民，

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痛惜）其不给（给，jǐ几，生

活不能自足），而属（属，zhǔ主，连续）有疾病。余欲勿

使被毒药（药物的通称），无用砭石，欲以微针（指九

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使气血

经脉在逆顺往来的交会之中正常运行）。令可传于后

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

为之经纪（条理清楚的理论体系）。异其章，别其表

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灵枢·九针十

二原》）。经文开篇就彰显了墨家倡导的“民本”思想

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五子之歌》）以及“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

诠言训》），就凸显了中国几千年“民本”国策的思想基

础，与此紧密联系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重

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因而《黄帝内经》中生命科学知

识体系的建构，不能不与中华文化这一深厚的“民本”

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3 先秦墨家“兼爱”主张对《黄帝内
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兼爱”和“尚同”是墨学的又一核心观念，其他内

容都是这两者的补充和扩张。孟子对墨子“兼爱”的

··2



中医药通报2024年2月 第23卷 第2期 TCMJ，Vol. 23，No. 2，Feb 2024

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认为“墨子兼爱，摩

顶放踵（意为吃苦耐劳），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

上》）。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以他人为中心，强迫自

己去为别人服务，这也就是墨子所说的“欲天下治，而

恶其乱，当兼相爱，交互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

也，不可不务也”（《墨子·兼爱中》）。可见，“兼爱”考

虑更多的是众人的利益和民生的幸福。

《黄帝内经》是一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式

的典籍，而医学正是以解除大多数人的身心疾苦为宗

旨的高尚事业，任何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是墨子

“兼爱”思想的践行者，因而其全部内容无不体现“兼

爱”思想。例如书中在讲述医学教育和传承时指出：

“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

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

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灵枢·师

传》）。经文在此处既强调了医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救

死扶伤，保障民众的身心健康，而医学教育和传承使

医药知识发扬光大，永传后世，“无有终时”地造福子

孙；同时也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解除广大民众的疾

苦是创建医学学科的根本宗旨，是“医者，仁术也”的

具体体现，对待患者就要像对待“亲戚兄弟”那样亲近

（《素问·汤液醪醴论》）。所以墨子倡导的“兼爱”思想

也就是治医的基本道德观念，若不懂得“兼爱”是不能

治医的。

4 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对
《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墨家“五行毋常胜”（《墨经·经下》）创新思维模式

的提出，必然以阴阳五行家的“五行常胜”思维模式为

逻辑起点。这两种思维模式都对《黄帝内经》建构生

命科学知识体系产生了影响。墨家“五行毋常胜”是

在创新思维指导下，认为做事不能墨守成规，不能像

“五行常胜”那样一成不变，而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虽然先秦兵家也有此论，但却是基于“兵势”中“奇正”

之法（《孙子兵法·兵势》）而言：“五行常胜”，属于战争

中的常规战法；而“五行无常胜”，则强调打仗要出奇

制胜，要用敌方意想不到的“奇”法作战，不能按常规

用兵。可见，墨家、兵家都有“五行无常胜”之论，但两

者的立论出发点及其内涵却有区别。

《黄帝内经》基于先秦“五行毋常胜”观念，提出了

“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

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

理论。这是对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五行

之间的相胜可以呈现出反向或者多向相胜，甚或在原

有的相胜关系之间发生相互滋生/相生的态势）内涵

的深刻表达，并将这一思维用于构建医学的相关

理论。

4. 1　对《黄帝内经》建构五脏生理状态下多向性生克

制化理论的影响　五脏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

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关系。《黄帝

内经》将脏腑间的复杂多向性的生理关系，运用五行

生克制化加以表述。其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运

用五行相生理论解释五脏间的生理联系，而《素问·五

脏生成》则应用五行相克阐述五脏间的生理配合。张

志聪在《素问集注·卷七》中所总结的“五脏合五行，各

有相生相制，制则生化”之论，就是对《黄帝内经》化用

墨家“五行毋常胜”理念建构藏象理论的明确表达。

而《素问·玉机真脏论》基于“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之

观点，分析总结出五脏病理的传变规律为“五脏受气

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

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这

就是对五脏相互为用，生克制化理论进行临床应用的

示范[3]。

4. 2　对《黄帝内经》建构五脏疾病传变理论的影响　《黄

帝内经》认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

其所胜”，具体的传变规律是“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

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

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

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

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素问·

玉机真脏论》）。此节经文表达了以下3种观点。一是

脏病传变规律，即子病及母→传之所胜（相乘）→（再）

子病及母→（再）传之于所不胜（相侮）。二是五脏病传

举例，如心病→肝，为子病及母；肝病→脾，为传之所胜

（相乘）；肝病→肾，为子病及母；肝病→肺，为传之于所

不胜（相侮）；其他脏类此。三是掌握病传规律的意义

在于预测五脏的病情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原文

中的“所胜”“所不胜”之义，显然属于墨家“五行毋常

胜”理论的内涵之列。

此节在五行理论指导下构建的五脏病传理论，充

分彰显了墨家“五行毋常胜”之多向性病传状态。此

节认为五脏病证的传变规律有二：一是疾病在母子相

生之脏间传变，即“受气于其所生”和“气舍于其所生”，

指出任何一脏的疾病都可以在母子相生之脏间相传，

既可以母病及子，也可以子病及母，如心脾母子两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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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病证可以双向传变等；二是疾病在相克两脏之

间相互传变，既有相乘而传，又有相侮而传。顺传所

胜之脏，即传其所胜，如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心传

肺、肺传肝；逆传所不胜之脏，如心病传肾、肾病传脾、

脾病传肝、肝病传肺、肺病传心，也是疾病在两个相互

制约的脏之间双向传变。此节所论的病证在五脏之

间多向性的传变形态，是墨家“五行毋常胜”观点应用

在《黄帝内经》建构五脏疾病传变理论中的体现。

4. 3　对《黄帝内经》建构五脏疾病多种不同预后转归

形态理论的影响　《素问·脏气法时论》言：“病在肝

（属木），愈于夏（属火，木之子。子能令母虚，使母脏

之邪衰而消退），夏不愈，甚（病情加重）于秋（属金，金

克木，制约肝木之气，故使其病情加重），秋不死，持于

冬（属水，木之母，母能令子实，有助于肝木稳定病

情），起于春（属木，本气相助，有利于病情好转），禁当

风。肝病者愈在丙丁（十月太阳历法天干纪月中的丙

月、丁月，属火。下同），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属金），

庚辛不死，持于壬癸（属水），起于甲乙（属木）。肝病

者，平旦（属木）慧（病情小愈），下晡（属金）甚（加重），

夜半（属水）静（病情平静）。”此节原文仍然属于墨家

“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之列。经文运用五行之间多

向的生克乘侮关系，分析四季气候、天日时辰对五脏

疾病的影响。“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

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

起”（《素问·脏气法时论》），是对其基本规律的总结。

即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都是因胜以克伐而得病，如

木横克土则脾病，火胜克金则肺病等。脏病在其“所

生”的时节就可能痊愈，如木生火，所以肝病愈于夏季

及火之旺日丙、丁月；火生土，故心病愈于长夏及土之

旺日戊、己月等。脏病至其“被克”的时节则病情加

重，甚至恶化，如金克木，因此肝病加重于秋季（属金）

及金气所旺的庚、辛月；火克金，故肺病加重于夏季及

火之所旺之丙、丁月等。脏病到了“生己”的时节，得

母气之助则病情稳定，呈相持状态，如水生木，所以肝

病持于冬季及水之所旺的壬、癸月。脏病到了本脏当

旺的季节，疾病可以好转而有起色，如肝气旺于春季，

故肝病者起于春季及木之所旺的甲、乙月。其余诸脏

病情变化皆可以此类推。原文在“五行毋常胜”理念

影响下，运用五行多向的生克理论，分析探讨五脏疾

病的变化规律，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取决于正邪双

方力量较量的“所胜”与“所不胜”关系；揭示正邪双方

力量的对比以及正邪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疾病的预后

转归和疾病的可能发展趋向。因此，这就要求医生在

临证之前，要了解四时五行之“更贵更贱”，“先定五脏

之脉”，如此才可以对疾病进行“知死生，决成败”的批

判；也才能对疾病“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素问·脏

气法时论》）的预后转归进行预测[3]。

仅五脏的多维病情变化形态，就能充分体现墨家

“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在《黄帝内经》预测五脏疾病

多种不同预后转归形态理论建构中的运用及其意义。

4. 4　对《黄帝内经》建构五脏疾病临证治疗用药理论

的影响　《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属木）苦急，急

食甘（属土）以缓之（土侮木）……心（属火）苦缓，急食

酸（属木）以收之（母助子）……脾（属土）苦湿，急食苦

（属火）以燥之（子助母）……肺（属金）苦气上逆，急食

苦（属火）以泄之（火克金）……肾（属水）苦燥，急食辛

（属金）以润之（母助子）。”此节经文认为，五脏与五

行、五味、四时相应，五脏各有适宜的药食之气（寒、

热、温、凉）、药食之味（酸、苦、甘、辛、咸）及相应的生

理特征。五脏罹病后，医生可以根据这些特点选取相

应的药食气味予以补泻调理。此处五味调理五脏的

理论，即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灵活应用的典范。

此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的调治方法，缘于

肝属春令风木之脏，性喜疏畅条达而恶抑郁，若疏泄

太过，五志过激而恼怒伤肝，则应急用甘味的药食来

缓和肝气。如若“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

酸泻之”，这是肝气疏泄不及，气郁不舒，故而又当选

用辛味的药食来疏散肝气。《素问吴注》言：“顺其性为

补，反其性为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所以辛味疏

散之品顺应肝气的疏泄之性，故在肝为补；而酸涩收

敛之品违逆肝气之性，故在肝为泻。

再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缘于脾“喜燥而恶

湿”，脾脏不能耐受湿气的困遏，如果因湿邪困遏而发

生病变，应当及时给患者服用苦味之药来燥除湿邪。

如若“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此

为脾湿太盛，中气受困而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中焦

枢机转输失和，故当及时服用甘味之药予以调和；中

焦枢机转输不利日久，必然致使内湿停聚日盛，故用

苦味之药燥之；若脾气不足，必须甘味之药予以滋补。

这是《黄帝内经》在化用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

思维下而构建的五行多向生克乘侮原理及五味调理

五脏病证理论。医生临证时应在对人体五脏疾病、药

食性味进行五行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五脏病证寒热虚

实属性进行灵活组方用药，调治各脏不同五行属性的

病证[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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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墨家“规矩准绳”理念对《黄帝内
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先秦墨家做事最讲究“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先秦诸子文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论述，如管仲最早

提出“世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品有所成”（《管

子·宙合》）；又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

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

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

可以求直”（《管子·七主七成》）。后来墨子将“规矩准

绳”或“权衡规矩”明确地用于阐述自然科学和自然规

律的认识方法，提出“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

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墨子·天志》）；又说“百

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

绳，衡以水，正以县（县，懸的古字，指泥瓦工砌墙用的

吊锤）。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子·法

仪》）。墨子的论述是典型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

验真理唯一标准”理念的明晰表达，强调大凡做事务

必要以“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为评价标准，如此才

能收到效果“优”、事理“明”之境界。

《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体系时，直接将墨家

为事必须先立“规矩准绳”的理念化用为医生临证从

业的行为标准，其意义远比字面本身的内涵更加丰

富、更为深刻，将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行事的

原则视为从医者职业的常态和基本的行为规范。据

此，《黄帝内经》构建了藏象理论的“规矩准绳”，包括

五脏为本理论（《素问·六节藏象论》之“心者，生之本，

神之变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脾胃……者，仓

廪之本，营之居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肾

者，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脏腑基本生理机能理论

（《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分类（分为脏、腑、奇恒之

腑）标准（《素问·五脏别论》）、精气血津液理论（《灵

枢》的《决气》《五癃津液别》）、经络理论（《灵枢》的《经

脉》《经筋》《经别》《五十营》等）、病因与发病理论（《灵

枢》的《百病始生》《贼风》）、病机理论（《素问》的《玉机

真脏论》《通评虚实论》《逆调论》《调经论》）等，这些理

论都是医生临证诊治疾病时必须遵循的“规矩准绳”，

即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标准。

临床医生在遵循《黄帝内经》构建的生理病理原

则、标准基础上，所有临床诊治疾病行为更应当严格

遵循相关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5. 1　临证治病的方法必须遵循“规矩准绳”或“权衡

规矩”　在墨家所提出的做事务必要遵循“规矩准绳”

或“权衡规矩”之理念的影响下，《黄帝内经》认为，医

生治病也必须如此。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

出“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已，病愈）；其盛，可待衰而

已。故因其轻而扬之（疾病初起，病邪轻浅，可采用轻

扬宣散之法驱邪外出）……其实者，散而泻之（表实宜

散，里实宜泻）。审其阴阳，以别柔刚（柔剂、刚剂），阳

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的病变因其对方异常所致，要

从其相对一方施治，以治病求本），定其血气，各守其

乡（乡，部位、范围。张介宾认为‘病之或在血分，或在

气分，当各察其处而不可乱也’），血实宜决之（血分邪

气盛实，应该用放血的方法治疗。实，指邪盛。一说

指瘀血。亦通），气虚宜掣引（升提补气之法）之”，集

中论述调治疾病应如何遵循阴阳法则，呼应了篇首提

出的“治病必求于本”。具体言之：要想遵照阴阳法则

调治疾病，就要掌握病邪侵犯人体的次序，在阴阳理

论指导下确立诊断及相应的疾病治疗原则和具体方

法。无论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还是“形不足者，

温之以气”，乃至“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都是在阴阳

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具体治病标准，如此才符合“治病

必求于本”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5. 2　针刺治病要有“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灵

枢·逆顺肥瘦》云：“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

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圆规，画圆的工具）而为

圆，去矩（方尺，画直线条的工具）而为方（方形图形）。

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自然的事物之理。物，事，在

这里指事物之常理），易用之教（指平实易用的法则。

易用，谓平易而切于实用），逆顺之常也。”此节以木工

为喻，强调针刺治病必须遵循规范要求之意义。为了

提高针刺疗效，医者必先熟悉针刺疗法理论，并能融

会贯通，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若能正确运用针刺治

疗法则和标准，遵循针刺疗法具体操作的法度去治疗

疾病，就一定会达到效如桴鼓之极佳效果，即使是疑

难顽疾，也同样是会治愈的。如果违背这些法则法

度，则必然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即所谓“知用此者，

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之意。

5. 3　治病针具的制备及其适应证要有“规矩准绳”或

“权衡规矩”　《灵枢·九针十二原》言：“九针之名，各

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大针者，尖如梃，

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此节经文论述了九种针

具的名称、长度、形状及其适应证，这是《黄帝内经》时

代医生长期临床实践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结晶，强调医

生临床针刺治病时对针具的选择尤为重要，故明确提

出“凡刺之要，官针最妙”（《灵枢·官针》），认为但凡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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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务必选用与临床病证相适应的针具，具体原因

如下。

  其一，“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镵针、员针、锋针、

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这九种针具，大小、

长短、粗细、形状各不相同，这是根据临床治疗不同病

证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规格型号有别的针具所治

病证有所差异，因此，临床针刺疾病时，医者务必要结

合疾病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而选用

不同的针具，即所谓“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之义。

其二，“不得其用，病弗能移”。倘若不能严格按

照根据病情而选用不同规格针具进行治疗，非但不能

愈病，反而可能加重病情，如病情轻、病位浅而用大

针、深刺，就会损伤人体的肌肉组织，使人体正气耗

泻，此所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之意；若

病情重、病位深而用小针、浅刺，既不能祛除病邪，亦

无益于正气。

其三，九种不同规格的针具有其各自不同的临床

适应病证。九种不同规格、形状的针具所刺治的病证

各不相同，这是当时官方的规范要求，即“九针之宜，

各有所为”之意。具体言之，若病在皮肤，用镵针刺

治，此针锐利，针身短，适宜浅刺；若病在肌肉，较之皮

肤病位深，用员针在病变部位施行揩摩，以流通气血，

消除疾患；若病位深在经络，使用锋针，以刺络出血，

可治顽疾痹病；若病位深在血脉，用毫针刺治井、荥诸

穴，以补其脉气不足；若病为脓疡之类疾病，就选取较

宽有刃，形如剑锋的铍针以刺痈排脓；若为急性发作

的痹病，用针尖圆钝的员利针按摩局部，既不伤肌肉，

又能疏通气机，祛除藏于分肉间的致痹邪气；若久痹

不愈，可用针尖像虻蚊之喙样锐利的锋针，刺入皮肤，

轻微提插，久留其针，可使正气得充，痹邪消散；若病

邪入里，可取用适宜远痹深邪的长针治疗；若患水肿

病导致关节间气滞不通，用疏通气滞的大针治疗；若

病位深及内脏、固定不移，就用三面有刃且锐而锋利，

能治疗顽疾痼疾的锋针。根据不同病情选用不同规

格的九种针具，即所谓“病不同针，针不同法”之意。

这就是医生临证选择针具时应当遵循的“规矩准绳”，

就是医生临证针刺治病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法度。

5. 4　医生临床诊病方法的应用要有“规矩准绳”或

“权衡规矩”　诊病方法是医生在运用感官对病人所

患病症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的过程。诊

病方法可分为：感知节段，即诊察的过程；理性认识过

程，即下结论。诊病是治病的前提和依据。《黄帝内

经》受先秦墨家治事皆有“规矩准绳”理念的影响，较

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生诊察疾病、认识疾病的实

践，为中医诊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5. 4. 1 诊病时间选择的标准 《素问·脉要精微论》

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

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此处经文论证了诊察疾病的最佳时间为“平旦”的理

由。经过一夜休整，患者机体的内环境还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人体之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尚未受到体外因

素的干扰，因而能比较客观地表现疾病的真实情况，

所以“平旦”是诊察疾病的最理想时间，故有“阴气未

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

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之认识。

5. 4. 2 临证必须诸诊合参，以全面诊察为标准 《素

问·脉要精微论》云：“切脉动静（脉象搏动状态）而视

精明（察眼），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

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此节强调医生临证

时必须以诸诊合参为标准的意义。经文从切脉、望

神、察色、观察形体强弱、闻病人所发出的异常声音、

问病人二便排泄状况等方面，指出要全面检查，广泛

地收集临床资料，诸诊合参，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所谓“以此参伍”，就是要合参各种诊察方法所收集的

资料，从而才能做到诊断准确，故能“决死生之分”。

而且，每一项诊察内容都必须有其判断依据，这都是

医生临证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法度。

5. 4. 3 医生临证察色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5.4.3.1 诊五色辨常（生理状态）、病（病理状态）、死

（病情危重）不同状态的标准 经文认为，“五脏之气

（精气），故色见青如草兹（阴干而死的草，青兼白色）

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

（翠鸟的羽毛）者生……黑如乌羽（乌鸦的羽毛）者生，

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白色绢绸包

裹着朱砂）……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

外荣也”（《素问·五脏生成》）。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黄帝内经》作者观察到体内

五脏的变化可以在面部反映出相应的色泽，并总结了

一套比较系统的色脏相关理论和以五色察五脏的诊

断方法。此节经文重点介绍了五脏常、病、死三方面

的色泽。其中有生机之色“如翠羽”“如豚膏”等，即为

常色，也谓“生色”；而无生机之色“如枯骨”“如衃血”

等，皆为“死色”，是内脏精气衰竭的征兆；“如以缟裹

朱”“如以缟裹紫”等润泽含蓄之色皆为常色。总之，

但凡正常的色泽，当明润光泽，隐而不露，含蓄有神，

如有“缟裹”具有含蓄、隐而不露的特点；凡色有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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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病易治，预后较好，如肝病色见“青如翠羽”，称“见

生”色，亦即善色；凡本脏色兼见制己之脏色或色失光

泽者，预后不良，即谓死色，如肝之死色为“青如草

兹”，即青中兼白之色，又如肺之死色为“白如枯骨”，

即白无光泽。这些内容既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临床

经验结晶，也是后世乃至今日临床望色诊病的理论

源泉。

5.4.3.2 诊五色辨疾病预后吉凶的标准 经文认为，

“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朱砂）……黑欲如

重漆色，不欲如地苍（黑色尘土）。五色精微象见矣，

其寿不久也”（《素问·脉要精微论》）。

“五色者，气之华”是临证察病人面色能够作为诊

察疾病方法的理论依据。“五色”，指面色。“气”，指人

体维持脏腑机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

原文指出五色为气之华，说明面色是内脏精、气、血、

津液机能的外在表现，故而通过诊察气色的不同状

态，就可测知人体气血阴阳的盛衰变化和预测疾病的

顺逆吉凶。其中面色的五“欲”、五“不欲”状态属于望

色诊法中的顺逆，可以判断疾病预后吉凶：①五欲之

色的评价标准为赤欲如白裹朱，白欲如鹅羽，青欲如

苍璧之泽，黄欲如罗裹雄黄，黑欲如重漆，提示色明润

不露乃气血虽病而病情不重的表现，具备良好的预

后，为顺证之色；②五不欲之色的评价标准为如赭、如

盐、如蓝、如黄土、如地苍，说明色泽枯暗外露乃气血

已虚而邪气方盛的表现，预后凶险，为逆证之色。

5.4.3.3 诊五色辨疾病五脏定位的标准 《黄帝内经》

在墨家所提倡的做事必须遵循行业标准的理念影响

下，在五行归类的思维模式引领下，提出“以五色命

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灵枢·

五色》）。此节经文制定了五脏与五色的对应关系，指

出临证通过对五色变化的观察，不仅可以诊断疾病性

质的寒热虚实，还可确定相应的病位之所在。如“肺

热者色白而毛败……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素问·痿

论》）之实例，就是将五色变化及形体症状作为辨别痿

证病机发生之脏的标准。

5.4.3.4 诊五色辨疾病性质的标准 所谓五色主病，

即“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灵枢·五色》），提

示了五色所主病证的性质。临证诊断时，医者可根据

病人面部的色泽变化来确定其所患病证的性质。

①青、黑色属阴，主寒、主痛。青色是寒凝气滞，

经脉瘀阻的表现；黑色为阴寒水盛之征。“寒多则凝

涩，凝涩则青黑”（《素问·经络论》），说明寒性凝滞收

引，寒盛则经脉拘急，脉络瘀阻，故色见青黑；瘀阻则

血气不通，不通则痛，故曰“青黑为痛”。

②黄、赤色属阳，主热。黄色属热者，主要是指湿

热而引起的阳黄（若黄色晦暗，乃阴黄，当为寒湿证；

若因脾胃气虚，营血不能上荣于面而见的萎黄，乃虚

证，此二者均不属于热）。赤色主热证，乃气血随火热

上充于面所致。正如《素问·经络论》所谓：“热多则淖

泽，淖泽则黄赤。”其中，热又有实热（面红目赤）和虚

热（两颧潮红）之分。

③白色属阴，主寒，多为虚证。白色多为气血不

足之候。其中，因于寒者，或为阳虚阴寒内盛所致，或

为寒邪侵入经脉所致。寒凝血涩，经脉收缩，气血运

行迟滞，而呈现白色。

《黄帝内经》制定的五色主病评价标准是中医临

床医生诊病的基本遵循。

5. 4. 4 医生临证诊脉的“规矩准绳”或“权衡规矩” 
5.4.4.1 诊察四时脉象的标准 《素问·脉要精微论》

言：“脉其四时动……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

衡，冬应中权。”此处经文直接化用墨家做事要有“权、

衡、规、矩”的评价标准，类比人体各季节的应时之脉

分别是春脉弦、夏脉钩、长夏脉耎、秋脉浮、冬脉沉。

脉何以能应四时而动?因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不

但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而生存，而且“天地之变，

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等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对人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天

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

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灵枢·五癃津液别》）即

是其例。人身受自然界阴阳四时变化影响的例子比

比皆是，脉象变化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这就是脉应四

时而变化的缘由。自然界阴阳四时的变化是有一定

规律的：受地球绕太阳公转和地球自转的影响，太阳

和地球之间的相对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由

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太阳直射点有节律地在地球南北

纬 23°26′之间，一年往复移动一周次，所以地处北半

球的黄河流域，就出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

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

脉要精微论》）的阴阳消长，也就产生了春暖、夏热、秋

凉、冬寒的气候特点。正因为如此，生活在这一地域

环境中的人，其脉搏变化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

所以有“阴阳有时，与脉为期”之论。

5.4.4.2 诊察脉之胃气有无和多少是评价四时五脏平

脉、病脉、死脉的标准 脉象作为判断病情轻重预后

的标准是“脉之胃气”的有无和多少。《素问·平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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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

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以五脏四时的平脉、病脉、死

脉为例，如“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

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

肝藏筋膜之气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

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

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素问·平人气象论》）。

经文在此处认为，各脏在所主时令平脉的评价标准为

以“胃气”为主而兼见本脏的应时之脉，如肝之平脉

“春胃微弦”，心之平脉“夏胃微钩”等；各脏病脉的评

价标准则为以本脏应时之脉为主而少有平和从容之

胃气的脉象，如脾之病脉为“弱多胃少”，肺之病脉为

“毛多胃少”等；各脏死脉的评价标准则是只有应时之

脉而毫无胃气，如肾之死脉为“但石无胃”，心之死脉

为“但钩无胃”等。

临床医生只有按照标准和相关法度执行，才能达

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

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

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

不失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最佳临床效果。

5. 4. 5 组方之标准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君一

臣二，奇之制也……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由

于气候有盛衰变化之不同，影响人体所发生的病证有

虚实寒热之异，所以制定的临床治疗方法有缓急轻重

之分，所组成的方剂也必然有奇偶大小之不同，总以

适应临床病证为标准。

5.4.5.1 奇偶制方的标准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

臣，应臣之谓使”，其中“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

四，偶之制也”即后世所谓的“复方”。奇者阳数，偶者

阴数，如张介宾所说：“正不止于品数之奇偶，而实以

发明方制之义耳。”《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君一臣

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

九，制之大也。”此乃以“所治为主，适大小为治”。后

世认为凡药味多、组方复杂的为“大方”，用于治疗复

杂或严重的疾病；药味少、组方简单的为“中方”或“小

方”，用于治疗单纯或轻浅的疾病。

5.4.5.2 缓急（轻重）制方的标准 “补上治上，制以

缓”，“缓则气味薄”。上为阳，轻清味薄升上而治上。

“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下为阴，重浊味

厚沉下而治下。

5.4.5.3 反佐制方的标准 经通常制方法度（奇偶、缓

急制方）组方治疗而病不愈者，则反佐以取之，即寒药

中反佐热药以治热证，热药中反佐凉药以治寒证。此

类病证多为阴阳交错，寒热格拒，病情复杂之属。后

世的“白通加猪胆汁汤”“左金丸”等，就是反佐制方的

例子。热药凉服，以及寒药温服，亦是反佐变通之用。

此即所谓“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

之义，盖欲因其势而利导之，也是“寒热温凉，反从其

病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之反治的确定标准。

5. 4. 6 临床治病的用药标准 《素问·五常政大论》

提出“有毒无毒，服有约（服有约，服药要有规则、标

准）”的指导思想，以及“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

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

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

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

如法”的用药原则和用药标准。此节经文强调“能毒

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的用药原则和用药标准。

“毒药”，指药力峻猛、气味醇厚的药物，也包括毒副作

用大的药物。“薄药”，指气味淡薄、药力缓和、毒副作

用小的药物。经文指出，治疗用药时一定要注意患者

的体质特点，以及对药物的耐受能力。凡对药物耐受

性强，体质壮实者，可以投药力强或毒性较大的药物，

如此则取效迅速。反之，凡对药物耐受性差，体质弱

者，则要投用药力缓或毒副作用小的药物。这就是因

人制宜治则的具体内容。临证中，年迈体弱、平素体

衰者，其对药力的耐受性差，治疗时不宜使用重剂峻

剂。青壮年患者、新病者、体质壮实者，由于对药力耐

受性强，若投予药力轻、气味平和之药反不能奏效，因

此就可以用重剂重药、药力峻猛之品。这就是《黄帝

内经》为临床应用药物治病时制定的“规矩准绳”，即

所谓的原则和标准。

综上所述，先秦墨家倡导“尚贤”“尚同”“兼爱”

“非攻”“节用”“节丧”“非乐”等主张中的“民本”思想，

这与解决民生病痛基本诉求的《黄帝内经》医学知识

密切相关。墨家学说中“三表”认识方法、做事要有

“规矩准绳”及“五行毋常胜”等思维模式，均对中医药

理论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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